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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停滯與自由主義的兩種調子

⊙ 蕭 濱

 

始於二十世紀晚期的中國改革已經被時間的巨輪推入了二十一世紀。如果改革已經終結，那

麼，中國向何處去？如果改革將繼續，那如何可能？這些既是每一個關注中國改革命運的人

不能不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思想界必須正視和回答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今年6月

號發表的〈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一文中，吳國光以他自己的言說方式，對這些問題給

予了明確的回答：中國的改革已經或者正在走向終結，中國正在走進「後改革時代」。如果

對此加以概括，前者可以視為對當前中國改革狀態的描述，後者則是對中國改革前景的預

測。由此引出的問題是，這一描述是否準確到位？如此預測是否有意義或者說站得住腳？在

此，筆者略述自己的一點想法，以求教於吳先生。

如果把二十世紀晚期中國的改革視為一個漫長複雜、曲折生動的故事，那麼，要判斷目前故

事是否已經結束或者發展到了甚麼階段，首先需要勾畫其發生的歷史背景以及內在脈絡。從

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來看，二十世紀中國前四分之三的歷史為後四分之一的晚期改革提供了背

景條件。1911年滿清王朝崩潰之後出現的軍閥混戰、社會動亂表明，中國在近代民族國家的

建立過程中陷入了深刻的秩序危機，因而，重建國家權威、恢復統一秩序是首要的歷史任

務。國、共兩黨依靠暴力革命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不過，其歷史後果卻有所不同：前者確

立了威權主義的統治，這種威權統治在大陸失敗之後，最終在台灣開始了向憲政民主政體的

轉型；後者建立了全權主義的政權，正是這種全權主義為中國的改革埋下了伏筆，構成了改

革的歷史前提：在全權主義的統治之下，由於政治（黨）權力無邊界擴展，私人生活受到干

預與宰制、公民權利被肆意侵犯，政府替代市場、經濟自由遭到扼殺，黨化社會使社會自治

的空間被完全侵蝕，公共權力則完全被單一政黨私有和壟斷。所有這一切決定了中國改革的

故事有其內在歷史脈絡：把私人領域還給個人、把市場領域還給經濟、把自治領域還給社

會、把公共權力還給人民。

如果以上關於改革的歷史前提和內在脈絡的陳述大致可以成立，那麼，十分明顯的事實是，

到目前為止，改革的故事大約只講了一半（把私人領域還給個人、把市場領域還給經濟），

剩下的一大半（把自治領域還給社會、把公共權力還給人民）似乎講不下去了。這種改革的

故事講不下去的情形，依吳國光的看法，主要體現為改革的動力資源（如意識形態的、歷史

的）已經耗盡、經濟改革已經大體走完了其歷程等諸多方面。

正是基於此，吳先生斷定「中國的『改革』看來正在死亡」，或者說已經終結，中國將進入

以「非經濟問題」和「非漸進態勢」為主要標誌的「後改革時代」。而在我看來，描述這種

情形，說「停滯」比說「終結」要恰切。這不是語詞的使用問題，而是關涉到對歷史可能性

的判斷問題：如果說「改革已經終結」或者說中國已經進入「後改革時代」，那在邏輯上實

際上排除了未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那意味著經濟改革之後除了政治革命不再有第二種歷史

的可能性。然而，放眼未來的歷史，這種排除不僅為時稍早，而且顯得有些武斷。相反，如



果說「改革已經停滯」，它所隱含的歷史可能性的空間要廣闊得多：改革既然是停滯，那隨

著變革力量的驅動，改革也可能再度進行；當然，改革也可能最終由停滯而終結，那就意味

著改革的故事徹底結束，另一個革命的故事重新開始。因此，在長時段的歷史視野裡，改革

在當前可能是停滯而非終結。在此意義上，用「終結」、「死亡」之類的概念來描述當前中

國改革的狀態，未必到位。由此，所謂「後改革時代」的說法也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一定

要用「後」這種言述方式，也許「後經濟改革時代」的概念可能有較為明確的意義。

那麼，一個不可迴避的關鍵問題就是，餘下的故事究竟如何展開？對於中國思想界來說，這

個問題的實質是發出甚麼樣的聲音以引導中國進一步的變革？按照吳國光的觀察，目前中國

思想界對此問題主要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似乎來自左翼，對內它主張強化中央權力，加強

國家干預，對外它提倡批判國際資本主義；另一種聲音似乎來自右翼，它相信經濟發展可以

解決一切問題，認為市場是經濟發展的萬能靈藥，市場經濟可以自動帶來政治的變革。吳先

生拒絕這兩種聲音，這當然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同時，他把後一種聲音稱為「市場萬能

論」，反對偷樑換柱地給這種「市場萬能論」戴上「自由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的帽

子，這也表明了吳先生的某種清醒與睿智。不過，當他指責中國的自由主義，說甚麼「難道

自由主義者就應該站到相反的立場上來為資本代言，哪怕同時批判政治專制嗎？」時，我懷

疑那些真的為資本代言的人是否有資格被稱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這一角度來看，吳

先生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指責是否有些弄錯了對象？

其實，既然中國改革的故事停滯於經濟層面，而改革的內在邏輯要求將改革延伸至政治領

域，那麼，在中國思想界放大自由主義的聲音，就是避免改革繼續停滯下去的一個重要途

徑。因為，自由主義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其內部也存在諸多分歧，然而，它所關心或者要回

答的核心問題卻是──不論誰來行使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的限度何在？它要受到何種限制？

自由主義所給出的回答是在（憲）法（主）治之下，建立政府權力的內部制衡結構和確立政

府權力的外部約束邊界，因而在制度安排的意義上，當「剝離掉一切表層以後，自由主義就

是憲政，亦即『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而通過確立法治之下的憲政與民主，以伸

張、保障普通人的自由和權利，不正是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價值追求和制度目標嗎？就此而

言，在中國思想界放大自由主義的聲音乃是推進改革的思想前提。當然放大自由主義的聲音

並不意味著主張讓自由主義一枝獨秀。因為，人類歷史的經驗表明，在多元的思想空間裡，

各種聲音自由地鳴放，形成彼此制約、相互補充的思想生態平衡格局，將有利於公共理性的

發育、社會共識的形成。然而，這種思想生態平衡格局的出現恰恰有賴於憲政民主的制度平

台。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致力於推進中國政治改革、以呼喚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為旗幟的自由

主義的聲音具有某種優先性。

就中國的自由主義本身而言，其憲政民主的聲音雖然具有某種優先性，但面對經過20多年經

濟改革之後的中國，它也必須清醒地把握和正視當前中國現實的雙重格局：一方面，隨著私

人領域的出現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基本建立，全權主義統治的經濟根基儘管已被徹底動搖，但

其黨國一體化、政黨壟斷所有公共權力資源以及權力凌駕於憲法之上的運作方式等基本特質

並無根本改變。換言之，一個憲政民主制度所要求的憲法之下的權力制衡框架和公民參政機

制，仍然有待建立。另一方面，在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權力資本和貨幣資本相互交換、貧

富差距日益擴大、包括下崗工人在內的弱勢群體大量出現，所有這一切使得經濟平等與社會

公正的問題日益突出。在這種壟斷的權力與冷酷的市場的雙重宰制和夾擊之下，普通民眾的

權利實際上遭到了雙重剝奪：不僅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事實上不存在，而且要求經濟平等、

尋求基本福利保障的權利受到蔑視。在此雙重格局之下，普通民眾既希望通過政治體制改



革，依靠法治約束政黨和政府的權力以限制腐敗，借助民主擴大政治參與渠道以表達他們對

公共政策制訂的意見，同時也期盼一個有效的政府以其看得見的手，規範市場秩序，縮小貧

富差距，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如果說前一種願望主要指向憲政與民主，那麼，後一種要求

則集中體現為平等與公正。這兩種追求為中國的自由主義發出自己的聲音提供了堅實的基

礎。

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思想界中需要放大的自由主義的聲音應該有兩個調子：一是古典自由

主義的調子。就批判的現實目標而言，它針對的是依然橫行的全權主義統治，拒斥其對公共

權力的壟斷與濫用；在價值理念的追求上，它倡導平等的自由，為普通公民伸張不可剝奪的

基本權利；在制度框架的建設上，它強調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民主制度，以保障公民

的基本自由和權利。簡而言之，古典自由主義的基調是平等的自由權利及其憲政民主的制度

保障。二是現代自由主義的調子。從批判的現實目標來看，它抨擊的是經濟與社會生活中大

量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在價值理念的追求上，它凸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以及對社會弱

勢群體的關懷；在制度框架的建設上，它著眼於一個有效政府的塑造和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

的確立。概括地說，現代自由主義的要義是平等與公正及其相應的制度保障。

但願這兩種調子能夠相互補充、彼此制約、良性配合，共同支撐起中國自由主義的話語空

間，從而為中國進一步的變革提供一份值得重視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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